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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一种新型问题的底层逻辑和创新探索
陈小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合肥 230026)

摘　要：本文首先梳理人工智能的基本观点、主要成果和历史性突破，以获得对人工智能学科特性的理解。

依据这种理解，区分了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三类挑战性问题 —— 可控性问题、合理性问题和重大相关问题。

通过问题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传统的风险治理问题，而是 AI 驱动的科技、经

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针对这一新型问题，本文提出“内在追求观”，主张明确增进人类福祉为人

工智能内在伦理追求。本文表明，为了有效应对三类挑战性问题，需要以人工智能的学科特性和内在伦理

追求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底层逻辑，尝试传统治理模式的升级 ( 以隐私保护为例 )，并摸索、建立新型研

究主题 ( 如“可控性研究”) 和新型治理模式 ( 如“公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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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I: a new-type problem with its 
underlying logic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CHEN Xiao-Pi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summarizing and clarifying the fundamental viewpoints, major achievements and 
breakthroughs of AI research, to obtai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I. According to this 
understanding, three sorts of challenging issues in th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I are identified, i.e., that of 
controllability of AI, soundness of AI applications and AI-related social changes. Through analyzing these issu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I is not a traditional risk governance problem, but a new-type problem 
of where the AI driv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going. Aiming at this new-type problem, the paper 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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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the view of intrinsic ethical pursuit, which advocates taking promoting human well-being explicitly as the 
intrinsic ethical pursuit of AI.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solve three challenging issues, we should base the ethics and 
governance of AI on the underlying logic composed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trinsic ethical pursuit of AI, and 
make the effort to upgrade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risk governance (exemplified by data privacy protection) and 
explore novel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the controllability study) and new-type governance modes (such as Gong-Yi 
innovation).
Key words: AI; AI ethics; risk management; innovation mode; Gong-Yi innovation

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高度关注，主

要源于近年来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挑

战 [1-5]。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本文首先梳理

人工智能的基本观点、主要成果和历史性突破，从

而概括其现阶段的学科规律。在此认识之上，将人

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挑战性问题区分为三类：可控性

问题、合理性问题和重大相关问题。对三类问题的

分析表明，基于风险预测和事后治理的传统风险治

理模式，只能应对其中一部分相对容易的问题，其

他问题不是单纯的风险问题，而是 AI 驱动的科技、

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所以，人工智能

伦理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新型问题。

针对这一新型问题，本文提出人工智能伦理治

理的“内在追求观”，主张人工智能带有内在伦理

追求 —— 增进人类福祉，而流行看法认为，人工

智能本身不带有伦理追求。本文将阐述这种新观点

在人工智能发展及伦理治理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工智能的内在伦理追求和学科规律共同构成

新型治理的底层逻辑。针对三类挑战性问题，需要

一方面探索传统治理模式的升级 ( 如面对隐私保护

问题 )，另一方面摸索、建立新型研究主题 ( 如“可

控性研究”) 和新型治理模式 ( 如“公义创新”)。

1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科学基础

1.1　人工智能的基本观点

已提出的各种人工智能定义均未达成共识。根

据对 70 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状况的分析，人工智能

研究主要立足于两种基本观点 —— 原理模拟观和

功能模仿观 [6]。

原理模拟观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思维和人类

智能的原理模拟，这里的“原理”指的是人脑或人

体神经系统的工作过程、机理、机制、结构等。原

理模拟观要求，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必须与人脑或

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相同，并通过对这些原理的模

拟从而产生对应的功能。

功能模仿观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思维和人类

智能的功能模仿，这些功能包括推理、学习、理解、

决策、创造、感知、行动等。功能模仿观要求，人

工智能具有与人类思维和人类智能相似的功能，而

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既可以与人相同，也可以与人

不同。所以，功能模仿实际上包含着原理模拟。功

能模仿观最初是由 AI 奠基人、创始人艾伦 · 图灵

于 1950 年正式提出的。

1.2　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

人工智能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主要包括以下

技术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基于模型的强力法，包括

推理法、概率法、规划法、因果法和搜索法等。这

些方法主要来源于人类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的抽

象理论，如数理逻辑、概率论、马氏决策过程理论、

因果理论和搜索空间表示，运用这些理论构建问题

的形式化模型，并在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问题求解。

因此，强力法方法通常具有可解释性。强力法方法

不模拟大脑的神经过程、机理或结构，所以属于功

能模仿观。

第二条途径是数据驱动的训练法。运用训练法

首先要建立元模型，以规定学习对象、训练目标、

数据标注、训练方法和网络表示等，这些规定一般

不是形式化表达的 ( 所以称为元模型 )。然后，根

据元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参数被调节好的人工神经

元网络 ( 或其他种类的参数化网络表示 )。训练法

技术往往同时包含功能模仿和原理模拟，所以仍然

属于功能模仿观。深度学习是训练法的典型代表，

AI 早期研究者通过模拟大脑神经网络的结构及电学

特性，提出了人工神经元网络 (ANN)，后来的研究

者发明 (而非模拟 )了对ANN进行训练的有效策略，

二者结合形成了深度学习技术。现有训练法技术一

般不具有可解释性。

第三条途径是集成智能，运用强力法、训练法

和其他方法的集成来构建 AI 系统，以解决复杂问

题。迄今为止，通过了大规模工程化验证的 AI 系
统都是集成智能，AlphaGo Zero 就是一个成功范例，

它包含四项核心技术，其中两项是强力法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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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决策论规划模型和蒙特卡洛树搜索，两项是训

练法技术 —— 强化学习和深层残差网络。成功实

现了蛋白质结构预测功能的 AlphaFold 和 RoseTTA-
fold 也属于集成智能。由此可见，认为 AlphaGo 仅

仅是训练法的成果是严重背离科学事实的。

人工智能还发展出了很多其他方法，如演化

计算、包容结构等等，它们都可以融于集成智能

之中。

1.3　人工智能的历史性突破

AlphaGo Zero 标志着人工智能的历史性突破。

它是第一个超过人类的围棋 AI 系统，而且不依赖

于人类的围棋知识 ( 围棋规则除外 )，仅仅通过 40
天“自博”( 自己和自己下棋 )，就以 100 ∶ 0 战胜

了 AlphaGo 三代，后者之前已战胜了人类的所有现

役围棋顶级棋手，从而证明人类下围棋已经远远不

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之后短短几年内，这一突破已

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实现了实用化，从而开启了

AI 制药 ——AI 驱动的制药行业颠覆性创新，并开

创了 AI for Science 的新时代。

AlphaGo Zero 取得成功的原因，不仅在于强力

法和训练法的集成，更重要的是对围棋问题进行了

“封闭化”[7]。在人类围棋和 AlphaGo 之前的 AI 围
棋中，人类棋手和围棋 AI 的决策都是与对手的博

弈策略有关的 —— 如果对手的策略不同，自己的

决策也会不同。但是，对手的策略是一个无法完全

预知的“变元”，这使得围棋决策是一个非封闭的

问题。AlphaGo Zero 的设计者采用了一种全新思路，

让围棋 AI 的决策只依据每一个落子的胜率估计，

不考虑对手的策略 [1]。这就使得决策相关的所有变

元都是可预知的，从而将围棋决策转化为一个封闭

的问题。实际应用中，大部分问题都是非封闭的，

必须首先进行封闭化，才可以成功地应用现有人工

智能技术 [8]，而封闭化只能依靠人的创造，至少目

前 AI 不具备封闭化的能力。

事实上，AlphaGo Zero 的成功是通过如下方式

取得的：首先，人想出了一种新的围棋决策策略 ( 依
落子胜率估计进行决策 )，以及让 AI 自动掌握这种

策略的训练方法 ( 利用自博、强化学习和深层残差

网络 ) ；然后，让 AI 通过这种训练获得这种策略，

之后用获得的策略 ( 存储在深层残差网络中 ) 和人

下棋。由此可见，对于以 AlphaGo Zero 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而言，无论在基础研究还是在实际应用中，

人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2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挑战性问题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可以区分

为三类。通过分析它们的现状和性质发现，人工智

能伦理治理作为一个整体，不是传统的风险治理问

题，而是一种新型问题。

2.1　可控性问题

如果一种人工智能的持续存在和未来发展方向

完全不在人类的控制之下，那么这种人工智能就是

不可控的。这里的“不可控”不是指人工智能在人

类不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地执行某些任务并产生不

符合伦理的后果；因为这种情况可以是人工智能的

设计者 ( 人 ) 事先安排好的，所以事实上仍然在人

类的控制之下。

还需要强调，传统意义上一种技术是不可控的，

指的是该技术被人类应用之后将出现不可控情况，

但人类可以选择不应用，从而避免出现不可控。然

而，不可控的人工智能可以独立于人类的选择而自

行应用，或以其他方式对人类和社会产生作用，并

带来严重后果。这种可能性在科技史上是第一次出

现，反映了人工智能及其伦理治理的独特性。

现有人工智能都是可控的。未来出现不可控人

工智能的可能性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实际上会不会

出现以及出现的具体形式，在现有条件下无法预测，

所以也无从考虑具体的防范措施，而且事后治理显

然也是无效的。以上分析表明，人工智能的可控性

问题是一种新型问题，无法通过传统的风险治理加

以应对。

2.2　合理性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一种实际应用往往同时产生伦

理上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很少出现只有正效应或只

有负效应的情况。如果一项应用的负效应超过了容

忍范围，则该应用存在合理性问题。如何确定正负

效应及负效应的容忍范围，属于合理性问题的研究

内容，也是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和治理方案的必

要基础。目前大众重点关注的合理性问题有 ：用

户隐私问题、数据安全问题、算法公平性和透明性

问题、数字鸿沟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实践中

的紧迫性。

各种现有人工智能产品 ( 包括服务、平台等 )
都具有可控性，因为它们的研发、部署、维护和撤

销都是由人类决定的。所以，合理性问题与可控性

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两类问题。各种合理性问题的具

体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测的，而且也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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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治理加以消除或化解。不仅如此，在一定范围

内和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解决或

帮助解决。

合理性问题是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最容易解决

的类型，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仍然有效，但涉及大

量复杂的新情况和新课题。

2.3　重大相关问题

现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带来一系列颠覆性

产业变革，如 AI 制药、智能制造、智慧农业、驾

驶自动化等 [6]。这些变革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一些进

程交互作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所有与人工智能相

关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是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重大

相关问题，如“无用阶层”问题 ( 人工智能的普及

应用导致大部分人失业 )、老龄化 / 少子化问题 ( 人
工智能能否帮助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普惠养

老 )、人的发展问题 ( 人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生存

和发展 )、气候与环境问题 ( 人工智能能否帮助人

类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 ) 等等。

重大相关问题反映了 AI 应用的长期效应和未

来社会的不确定性。长期效应由大量复杂因素的交

互作用而产生，带来的一些变化可能是不可逆的，

也无法及时进行预测。最具挑战性的情况是出现某

些不可预测、不可接受且不可逆的变化，使得基于

风险预测和事后治理的传统治理模式彻底失效。这

再次表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是一类新型问题，需

要探索新型治理模式。

与可控性问题不同，重大相关问题可由现有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导致，并且不可预测、不可接

受且不可逆的变化可能正在实际地发生着；换言之，

重大相关问题中潜在的风险不是需要通过新的重大

努力 ( 如发明、研制出不可控人工智能 ) 才会发生，

而是不进行新的重大努力就可能无法避免。

3　人工智能的内在伦理追求——增进人类福祉

在科技与伦理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观点

和学说 [1]。然而在人工智能相关范围内，关于科技 -
伦理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天然符合观”，即认为科

技总是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以科技活动“天

然地”符合伦理，创造发明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这

是以往科技实践中存在的一种朴素观点。人工智能

面临的伦理治理挑战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

第二种观点可称为“分离约束观”，即认为科

技与伦理是相互分离的，科技本身不包含伦理追求。

由于人工智能应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伦理问题，所

以为了避免或化解严重的负效应，需要对人工智能

进行伦理约束。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称为“内在追求观”，即认为人工

智能带有内在伦理追求 —— 增进人类福祉，但这

种追求在实践中未必“天然地”得到满足，所以需

要进行伦理治理，以保证人工智能的内在伦理追求

得以实现。这是本文提出的观点。

本文认为，出于以下原因，应该明确地将增进

人类福祉作为人工智能事业的内在伦理追求。首先，

人工智能是一项有目的的人类活动，人在其中具有

决定性作用。大部分从业者、相关者相信，人工智

能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这意味着，他们有意无意

地追求通过人工智能增进人类福祉。这就表明，增

进人类福祉一直是人工智能的内在伦理追求，只是

过去没有明确。

其次，人工智能不仅需要长期的巨大投入，而

且面临着伦理风险和挑战。在此情况下，沿袭传统

观点，将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局限于单纯的“科学

探索”和“发展经济”，是不符合人工智能的实际

情况和治理需要的。所以，对于认为人工智能不以

增进人类福祉为伦理追求的少数从业者和相关者而

言，亟需改变观点，明确树立人工智能以增进人类

福祉为伦理追求的观念。

另外，由于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地应对

可控性问题和重大相关问题，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判

断：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不是单纯的风险问题，而是

AI 驱动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

显然，要解决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以增

进人类福祉为根本宗旨。这就说明，人工智能带来

重大相关问题，而重大相关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增进

人类福祉为根本宗旨，所以人工智能事业必须以增

进人类福祉作为内在伦理追求。

总之，有必要通过教育、培训和大众科普等一

切方式，在全社会明确树立人工智能以增进人类福

祉为伦理追求的观念，提高所有从业者和相关者关

于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4　传统治理的新探索：以隐私保护为例

本节以用户隐私问题为例，探讨传统的风险治

理用于合理性问题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课题。

公民享有隐私权，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从

而不被他人非法获取、利用和公开。然而随着信息

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快速发展，利用私人信息 (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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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信息 ) 提升服务性能，已在全球形成新潮流，

由此导致隐私保护与性能提升之间产生张力，使得

用户隐私保护成为技术风险治理中的一个新课题。

侵犯用户隐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不恰当地采

集用户的隐私数据 ( 未经用户授权、未恰当给出数

据采集说明或授权方式等 ) ；从采集的数据中不恰

当地提取用户的隐私信息；不恰当地使用采集或提

取的用户隐私信息，或者用其他方式侵犯用户隐私，

比如未经授权地公开或出售用户隐私信息。下面从

成因分析、责任归属和治理建议三方面展开讨论。

(1) 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条件下，一个 AI 产品

采集哪些用户数据、对数据进行哪些分析 ( 提取隐

含信息 )、采集数据和分析结果如何使用，都不是

AI 技术决定的，目前 AI 技术没有这样的能力 [7-8]。

同样由于其局限性，现有 AI 技术也不足以为隐私

保护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 [9]。

从以上分析得出两个判断。在归因方面，现有

AI 技术是一种有缺陷的工具，该工具通过某些方式

的使用产生了用户隐私问题，所以工具和工具使用

者都与所产生的问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归责

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和责任

承担能力 [1]，AI 工具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归责于

工具本身。这个结论具有普遍性，不仅适用于用户

隐私问题。

(2) 产品研发。一种 AI 产品采集哪些用户数据、

对数据进行哪些分析、采集数据和分析结果如何使

用，是由产品研发者决定的，这里的研发者包括开

发者和决策者。决策者拥有产品设计的最终决定权，

所以负有更大的责任，但决策者可能不完全了解产

品设计中的伦理缺陷，甚至开发者也不完全了解 [10]。

所以，研发者有责任充分预估产品设计的伦理后果，

企业有必要提升自身的伦理责任意识和能力，但不

能简单地将用户隐私问题的全部责任归于研发者。

(3) 管理。根据行业管理惯例，正常情况下所

有产品都应该有对应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它们

规定了相关产品必须遵守的要求，包括伦理要求 [10]。

然而，通常只有当产品研发和推广使用积累了相当

经验之后，才能够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技术标准和行

业规范，所以新兴产业出现行业监管空白期是普遍

现象，这个阶段容易产生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进

而滋生伦理问题。所以，技术标准和行业监管的滞

后或缺失也是用户隐私问题的原因之一。

(4) 法律。我国法律法规中包含公民隐私保护

的多项规定，正在针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情

况制定更多相关规定，从而为新形势下的隐私保护

提供法律依据。国外也在进行相关的立法，如欧盟

的《通用数据保护规范》(GDPR) 于 2018 年 5 月开

始生效，从个人数据处理模式、用户权利、各方义务、

产品认证以及监管措施等方面设立了数据保护框

架，以保护公民免受隐私和个人数据泄漏的影响。

(5) 理念。大众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相关企业、管理机构的重视程度也在提升之中，这

种变化对于用户隐私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不

过，不同企业的伦理意识和治理力度差异很大。例

如，某手机企业更新了它的操作系统，增加了有关

选项让用户拒绝某些隐私信息被采集，从而受到了

用户的普遍欢迎。同时，此举直接导致某社交平台

的广告推送能力下降，一年内广告收入预期减少

100 亿美元。事实上，伦理治理已成为企业竞争的

一个新维度，“二维企业”( 进入伦理维度的企业 )
对“一维企业”( 未进入伦理维度的企业 ) 已形成

了“降维打击”的能力。

为什么在同样的外部环境 ( 包括大众的隐私保

护意识、行业监管和法律法规 ) 下，不同企业之间

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伦理意识

之间的差异：二维企业的伦理意识已经觉醒，而一

维企业的伦理意识尚未觉醒。明确人工智能的内在

伦理追求，将促进企业员工增强伦理意识，进而激

发企业伦理意识的觉醒。

5　新型治理的创新探索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作为一种新型问题，需要以

增进人类福祉为根本宗旨，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创新。

所以，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不是单纯的伦理约束问题。

5.1　来自可控性问题的挑战

人工智能可控性挑战包含着如下问题：不可控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科学可能性？如果有，人类要不

要发明、研制不保证可控性的人工智能？如果要，

如何应对可控性丧失带来的巨大风险？如果不要，

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可控性？ 
上述诸问题目前处于争论之中，尚未达成共识。

例如，“强人工智能”最初是哲学家塞尔作为一种

不可能实现的 AI 概念而提出的 [11]，之后出现了不

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强人工智能才是人工智

能的正确目标和真正希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强

人工智能将导致可控性的丧失，并从不同角度阐述

了理由 [6,12-13]。还有“通用人工智能”和“超人工

智能”，也存在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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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是否具有科学可能性、会不会丧失可控性，只能通

过科学研究才能够得出科学结论，而这种研究迄今

并不存在。为了有效应对可控性问题，有必要在人

工智能学科 [6] 中设立一个“可控性研究”的新分支，

研究与人工智能可控性相关的课题。该分支的作用

和意义不限于可控性问题本身，还将涉及人工智能

理论基础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从而带动整个

人工智能学科的一次重大变革。

5.2　来自重大相关问题的挑战

针对重大相关问题，有必要探索、建立新的治

理模式。由于重大相关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创

新模式 ( 熊彼特创新 [14]) 的局限性 [7,10]，所以重大相

关问题的治理涉及新型创新模式的探索。这种新型

创新模式应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需要，

更好地为增进人类福祉发挥支撑和引导作用。

现阶段熊彼特模式产生的主要效益是 GDP 可

度量的。然而大量分析表明，大众福利不仅来自

GDP 可度量效益，也来自 GDP 不可度量效益；而

且历史上大众福利增长最快、社会最繁荣的时期，

创新带来的 GDP 不可度量效益最显著、作用最

大 [15-16]。例如，抽水马桶带来的大众福利远非相关

产品和设施所增加的 GDP 可度量；而人均寿命增

长带来的大众福利更不是 GDP 可度量的 [15]。可是，

以往创新产生的 GDP 不可度量效益只是熊彼特模

式顺带而来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在当今时代已经

显著减少，并有预测认为这种趋势难以逆转 [15]。依

据这些分析，新的创新模式应能更好地统筹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基于上述目标提出了公义创新 [7,17]。传统创新

的目标对象是满足市场需求的具体产品，并不考虑

由此带来的长期效应对社会的深层影响；而公义创

新的目标对象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工系

统 [18]。人工系统的设计并非基于单纯的经济效益，

而是基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并且比产品

设计更加复杂，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支持 [17]。

在公义创新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治理对象，也

是必要的治理手段。这种情况完全不在分离约束观

的考虑范围内，却与内在追求观相符合。

5.3　合理性问题驱动的技术创新

如用户隐私保护问题的分析表明的那样，技术

应用的正负效应通常混为一体，无法彻底分离。于

是，通过传统治理中的正负效应权衡，在化解负效

应的同时往往会减少正效应，即使用性能下降。如

果使用性能下降过多，将严重影响 AI 产品的用户

接受度，甚至导致产品失败。

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改变 AI 产品的正负效应结

构，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新路径。例如，隐私计算

技术 [19] 被用于减少隐私数据的利用，并保持产品

性能；因果推理和可解释性研究被用于解决算法公

平性问题 [20]。其他正在探索的技术手段有伦理嵌入

设计、追溯技术、可信技术、安全技术 [21]、公平的

机器学习技术 [22] 及其他数据治理技术。这些研究

形成了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技术 AI
伦理”(Technical AI Ethics)[9]。这再次表明，人工智

能伦理治理不是一个单纯的伦理约束问题，同时也

包含着伦理驱动的 AI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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